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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摘要：从多环境层面和综合性视角研究产业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净效应，以揭示影响我国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深层“黑箱”。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理论分析框架，以我国91家产业创新实验室为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组态分析范式，剖析其创新效率影响机理和机制。结果显示：单一因素无法推动产业创新实验室实现高创新效率，物理层面的创新生态环境型组态、事理层面的高组织创新驱动型组态以及人理层面的高层次人才引领型组态均能够驱动产业创新实验室取得高创新效率，而技术设施不足和组织机制滞后会导致低创新效率。由此，建议相关组织注意结合自身资源特征优化调整资源配置和建设优势能力，实现创新效率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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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修缮、确认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英文摘要、关键词】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WSR theory. Taking 91 industrial innovation laboratories in China as samples, through the configuration analysis paradigm of fsQC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 configuration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high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laborat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ingle factor cannot promote the high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laboratory; (2) there are three configuration ways that drive high innovation efficiency, namely innov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at "physical" level, high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configuration at "matter-reasoning" level, and high-level talent-led configuration at "human-reasoning" level; (3) it is found that one configuration path can produce low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refor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re suggested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laboratory, relevant organizations should carefully think about their own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The three factors of physical level, matter-reasoning level and human-reasoning level should be combined to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advantages and capacity construction, so as to get rid of the limitations of conditional disadvantages and achieve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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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一大批颇具数字化、多元化、市场化特征的产业创新实验室（以下简称“创新实验室”）积极涌现[1]。【给出“产业创新实验室”的概念内涵及主要形态或类别，以明确研究对象和范围】与传统实验室（含具备相关功能的研发机构）相比，创新实验室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践产物，以产业需求为体制机制改革导向，充分释放创新的最大动能和规模效应[2]，以培育地方创新生态环境，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新式引擎[3]。但随着我国实验室总量激增，发展定位模糊、模式不规范、产业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随之而来[4]，亦造成了创新资源浪费与机遇流失，给我国实验室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5]。因此，掌握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驱动机理，对我国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对以往有关创新实验室的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以下不足之处：
（1）缺乏多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已有研究主要包括3个方面：其一，如何帅等[6]基于发展演化角度探讨了新型科研机构的概念、演变与内涵界定；其二，如杨博文等[7]基于组织管理角度探讨了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形式、模式、基础组织特征和驱动因素等组织内部运行机理；其三，如周恩德等[8]基于投入产出角度探讨了组织体系、评价机制与外部环境等绩效影响因素对新型研发机构绩效产出的影响路径。以往研究缺乏多层面的综合性理论分析或深入探讨，对“同样是被认定的省级实验室，为何创新效率差距甚远？”“什么样的资源配置能够提高实验室的创新效率？”等问题至今仍有待讨论[9]【这些问题是笔者自己分析有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或是引自文献9的？如为前者则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然而，这不仅仅是政府关注的产业发展相关问题，更是我国科技创新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10]【问题同前】。而“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理论（以下简称“WSR理论”）是由我国著名系统科学专家顾基发等[11]所提出的，一种用于解决复杂性问题（系统）的理论工具。由于WSR理论的分析框架极具中国哲学的思辨特征，能够从物理、事理、人理相协调的角度处理复杂度较高的系统问题，更是集定性与定量分析为一体的东方系统思想[12]。为此，本研究将基于WSR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我国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效率提升路径。
（2）缺乏来自组态证据的检验。根据WSR理论的观点，创新实验室实质上是一种复杂性创新系统[13]。其不仅会受到多层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还会受多因素组合之间的联合效应影响[4]。故而，要厘清我国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效率提升之谜，必须从系统整体角度深入剖析多因素组合对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联合效应。由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熵值法等传统分析范式不具备检验多层面因素和多因素组合的分析功能，造成了传统分析范式与理论框架相抵触的现象，并导致了因素孤立、单一因果关系等净效应研究成为业界主流的窘境[10]。而定性比较分析范式（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立足组态视角，可以打破传统分析范式的净效应分析局限，利用布尔算法与集合理论提炼出多因素组合的组态效应，以诠释同等投入产出的多路径组合。为此，本研究将参考杜运周等[14]的做法，引入QCA分析范式的组态机制，讨论我国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高效路径组合。
综合上述，本研究将基于WSR理论，以我国创新实验室为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分析范式，剖析影响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路径组合差异及影响机理，进而揭示我国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效率提升之谜。
2  理论基础
从研究历程角度来看，目前有关创新实验室的研究已从研究概念逐步演变为研究模式、管理机制等投入性因素对创新实验室产出指标的影响[10]【问题同前】。近年来，亦有学者立足区域性样本，剖析了影响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与机制研究。在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后发现，影响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因素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外部层面，包括政府政策、支持强度、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在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过程中的边界作用[8]；二是组织层面，包括研发投入（含经费、人员及支持强度）、运营机制、管理模式等组织因素对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9]；三是个体层面，包括高层次人才引进、个体知识水平、团队协作等个体因素在创新实验室运营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6]。然而，从实践角度而言，以往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因素对创新实验室绩效创新效率的净效应影响，缺乏考虑多层面因素及多因素组合在此影响过程中的运行机理。
WSR理论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复杂问题分析工具，能将问题从多个层面展开剖析，以探究其中的关系或规律[11]。其中，物理即指客观规律，是构建系统的客观条件，包括政策、法规、公序良俗等客观规律，其目的在于解释“物是什么”；事理即指事件原理，其目的在于解释“用什么方法处理事件”；人理即为人处世之原则，其目的在于解释“人如何对物和事进行判断与决策”。在采用WSR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时，需要综合考量问题的各个层面，也需要有效地利用人、事、物之间的客观规律，并将这三者有效结合，透过合理的规则协调，厘清问题脉络，以提升系统运行效率[13]。如蒋甲丁等[15]基于WSR理论，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探讨了影响技术密集型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驱动因素组合，并验证了多层面的规则协调与组合能够有效处理干扰创新效率提升的系统性问题。
综合上述，本研究认为创新实验室的创新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主体参与，且全过程中随时存在系统要素变化的复杂性系统工程，其系统要素包含物理、事理、人理，三者共同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因此，WSR理论是能够探索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之谜的有力工具，能够更加系统地讨论影响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变量与作用机制。基于WSR理论的分析框架，从物理、事理和人理的3个层面构建我国实验室创新效率的组态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 各处双引号去掉；层面后面的冒号应该修改为中文输入状态下的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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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业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组态效应模型

（1）物理层面。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创新生态系统是决定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行为、效率与绩效的重要环境规则因素[16]；而创新生态环境的决定因素包括政策力度、地方经济、市场环境、技术更迭等[17]。江诗松等[18]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有关创新的财政投入、税收减免等政策的支持力度越高，地方区域范围内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便越积极，该观点亦得到了李明星等[19]后续研究者的验证；同时，杨博文等[7]认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地方可用于投入创新的资源便越充足，亦有助于各类创新主体规避创新过程中的资源约束。此外，虽然近年的研究证实了市场环境与技术更迭等因素对创新的支持作用，但由于各研究样本具有区域差异，所以结论亦存在一定误差。故而，本研究主要选取政策力度与地方经济两个变量作为影响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物理层面因素。
（2）事理层面。从实践角度来看，事理层面能够激发创新主体内生动力的主要因素便是创新资源，而创新资源是创新主体为实现或推动创新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员、经费、时间、情报及物质资源的集合。在以往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研发投入的总量将决定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但这一观点在张笑等[20]的研究中却并未得到验证；相关后续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多寡确可在大概率上决定创新效率提升幅度，但该机制亦同时受限于组织机制的边界作用，也就是说，对组织机制完善或高管理效率的创新主体而言，研发投入当量越大，其创新效率便越高，反之则可能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故而，本研究参考张笑等[20]的观点，选择研发投入与组织机制两个变量作为影响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事理层面因素。
（3）人理层面。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创新取决于人，即相关人才和技术设施是创新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如曾国屏等发现高层次人才所具备的创新素质可以大幅减少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含知识搜寻成本与知识转化成本），而当组织具备的高层次研发团队增加时，其创新效率提升幅度增加[10]【与文后著录不符。注意不应转引】；同时，完善的技术设施是创新效率提升的客观保障，能够降低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成本或转化成本[8]。由此而言，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新产物，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提升离不开极具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储备与完善的技术设施。故而，本研究选择研发团队与技术设施两个变量作为影响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人理层面因素。
3  研究方案
3.1  研究方法
采用fsQCA分析范式讨论产业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的理由包括：首先，从物理、事理或人理进行单一层面考量无法诠释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内涵与影响机理，但fsQCA分析范式则能够从系统性角度出发讨论多层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及挖掘由此形成的多因素组态的影响机理[21]；其次，传统计量分析范式在数据规模、质量、完整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与门槛，但fsQCA分析范式则仅需适度规模的样本量即可[22]；其三，fsQCA分析范式可以透过多案例研究全面阐述解释变量差异所形成的等效关系[14]。
3.2  样本来源与数据校准
（1）样本来源。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累计备案创新实验室1 300余家，其中，70%以上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浙江【属性交叉重叠】、广东等发达地区[4]。因此，参考杜运周等[14]的做法，根据样本案例充足性、数据可得性与类型分布均衡性原则进行样本案例筛选。首先，在校友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帮助下，成功得到了122家创新实验室的支持。其次，对122家创新实验室进行梳理，通过Python技术爬取实验室官网、协同企业官网及相应省份政府官网公开披露的相关数据信息，以全面掌握样本案例的基本情况，并构建案例数据集。最后，以成立时间不低于3个财务年度为标准，筛选出91家实验室（以下简称“样本”），并通过线上案例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样本主要情况如表1所示。【表1中，组织性质的分类不恰当，校企（院）共建可能是属于国有或非国有】
表1  样本主要情况描述性统计
	项目
	类别
	占比
	项目
	类别
	占比

	组织性质
	国有
	38.46%
	知识产权数量/件
	＜10
	27.47%

	
	非国有
	36.27%
	
	[bookmark: OLE_LINK95]10～30
	47.26%

	
	校企（院）共建
	25.27%
	
	>30
	25.27%

	
	
	
	
	
	

	规模/万元
	＜500
	25.27%
	技术人员数量/人
	＜10
	10.99%

	
	500～1 000
	49.45%
	
	10～30
	25.27%

	
	>1 000～3 000
	16.49%
	
	>30～50
	47.26%

	
	>3 000
	8.79%
	
	>50
	16.48%

	
	
	
	
	
	

	所属地域
	华南地区
	31.87%
	所在领域
	生物医药
	16.48%

	
	华中地区
	18.68%
	
	材料化工
	27.47%

	
	华东地区
	27.47%
	
	新能源
	9.89%

	
	华北地区
	7.69%
	
	电子信息
	24.18%

	
	西北地区
	5.50%
	
	先进制造
	18.68%

	
	其他
	8.79%
	
	其他
	3.30%


注：知识产权数量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的数量。

（2） 数据校准。根据样本案例总量的分布特征，并结合Ragin[23] 【在此补充引用页码】的建议，按照完全不隶属（25%的分位数）、交叉点（50%的分位数）和完全隶属（75%的分位数）的标准对条件变量进行数据校准。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构成、数据来源、描述性检验及校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描述性检验结果
	指标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创新效率
	0.474
	0.067
	0.252
	0.469
	0.716

	政策力度
	0.259
	0.043
	0.018
	0.234
	0.390

	地方经济
	5.343
	0.998
	3.455
	5.212
	8.081

	研发投入
	0.209
	0.027
	0.041
	0.243
	0.449

	组织机制
	0.457
	0.142
	0.123
	0.426
	0.668

	研发团队
	0.510
	0.895
	0.308
	0.572
	0.792

	技术设施
	0.465
	0.474
	0.152
	0.444
	0.625



3.3  观测工具
（1）结果变量——创新效率。参考张玉磊等[10]的做法，以2020年度的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数量及科研成果转化标的金额作为创新效率的计算依据，并通过DEA分析计算对应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效率。
（2）条件变量——物理层面。参考周恩德等[8]的做法，以创新实验室所在省份的相关支持政策数量、税收减免幅度与财政投入总额等指标测算政策力度，并通过DEA分析测量对应省份的政策力度；同时，以创新实验室所在省份2020年度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作为地方经济的测量依据。
（3）条件变量——事理层面。参考刘彤等[9]的做法，以创新实验室2020年度的研发投入开支与总收入之比作为研发投入的测量依据；同时，以各创新实验室截至2020年度所出台的各项创新支持制度总数与制度总数之比作为组织机制的测量依据。
（4）条件变量——人理层面。参考何帅等[6]的做法，以创新实验室2020年度的研发类员工与员工总量之比作为研发团队的测量依据；同时，按照单价金额1万元以上的技术设备（含软件）价值与固定资产之比作为技术设施的测量依据。
4  数据检验与案例讨论
4.1  必要条件分析
为保障fsQCA分析结果，参考Ragin[23]【在此补充引用页码】、杜运周等[14]的做法，先就单一因素是否直接影响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效率进行必要条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相关变量对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一致性影响水平均低于0.9，证明上述变量均无法构成单独影响创新效率的必要条件，表明样本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效率提升是受多因素组合的规模效应影响，而非受到单一因素的独立影响。由此而言，有必要从物理、事理和人理的多层面视角展开组态分析，进一步揭示由各解释变量融合所形成的组态联合效应。
【表内左右两部分间加一竖的双细线；加表注说明～符号代表的含义】
表3  变量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创新效率一致性
	低创新效率一致性
	条件变量
	高创新效率一致性
	低创新效率一致性

	政策力度
	0.516
	0.684
	组织机制
	0.546
	0.684

	～政策力度
	0.636
	0.516
	～组织机制
	0.592
	0.498

	地方经济
	0.650
	0.480
	研发团队
	0.813
	0.796

	～地方经济
	0.488
	0.702
	～研发团队
	0.326
	0.387

	研发投入
	0.605
	0.666
	技术设施
	0.592
	0.572

	～研发投入
	0.621
	0.627
	～技术设施
	0.562
	0.629


注：～代表【什么】。
4.2  组态分析
按照杜运周等[21]的做法，采用fsQCA 3.0软件进行组态分析，将频数设定为1，一致性设定为不低于80%，结合PRI一致性不低于75%。计算结果显示（见表4）：创新实验室创造高创新效率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果，相应的构型组态有3个，且3个组态的一致性均高于90%，说明各组态亦是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同时3个组态的覆盖率为88.57%则说明这3个构型组态具备了解释创新实验室高创新效率的主要原因；其次，非高创新效率的构型组态有1个，其一致性与覆盖率亦达到理想值，说明该构型组态揭示了低创新效率的由来。此外，分别将频数值调为2，以及将PRI异质性调整为70%进行稳健性检验，两次分析的结果亦与上述结论一致。
表4   样本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高创新效率
	
	低创新效率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政策力度
	（√）
	×
	×
	
	（√）

	地方经济
	（√）
	×
	×
	
	（√）

	研发投入
	×
	（√）
	
	
	（√）

	组织机制
	
	（√）
	
	
	（×）

	研发团队
	√
	
	（√）
	
	（√）

	技术设施
	（×）
	
	（√）
	
	

	一致性
	0.310 
	0.257 
	0.154 
	
	0.279 

	原始覆盖率
	0.035 
	0.087 
	0.035 
	
	0.279 

	净覆盖率
	0.850 
	0.786 
	0.851 
	
	0.820 

	方案总体一致性
	0.648
	
	0.260

	方案总体覆盖率
	0.820
	
	0.854


注：（√）为核心条件存在，（×）为核心条件缺失，√为辅助条件存在，×为辅助条件缺失，空格为无影响。

5  案例讨论
为进一步剖析上述组态分析结果，按照Furnari等[24]所提出的组态理论化范式，对各构型组态进行剖析与命名，并提出相应的命题，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样本创新实验室高低创新效率的组态构型分析
	组态名称
	组态路径
	命题

	创新生态环境型组态
	[image: ]
	命题1 当研发资源投入与组织管理机制不足，且技术设施不完备或较低的背景下，优异的创新生态环境与人才是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条件

	高组织创新驱动型组态
	[image: ]
	命题2 当研发投入与组织机制相对充分完备时，组织所展现出的高创新驱动意愿将对高层次人才产生较高的吸引力，并能够为组织拓宽资源获取途径，进而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完善提升效率所需的相应资源条件

	高层次人才引领型组态
	[image: ]
	命题3 当组织不具备充沛研发资源和完备组织机制时，高层次人才与技术设施是实现创新效率提升的核心条件，要充分利用人与技术的引领优势，完善组织创新过程所需的资源缺陷，以推动创新效率大幅提升

	低创新效率组态
	[image: ]
	命题4 技术设施不足与组织机制迟缓的创新实验室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创新效率大幅提升


注：实线框为核心条件，“×”为条件缺失，虚线框为辅助条件。

5.1  物理型创新效率提升路径——创新生态环境型组态
组态1的净覆盖率为0.850，原始覆盖率为0.035，一致性为0.310。证明了地方政府提高支持性政策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为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效率提升营造良好的物理环境，且具备相应水平与规模的研发团队则可借助政策优势，适度弥补组织自身研发投入不足和组织机制缺失所带来的干扰，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因此，将组态1命名为“创新生态环境型组态”。此类型组态的代表案例为湖南AJB实验室。该实验室成立时间较短，不足3个财务年度，研发经费与总成本占比不足40%，研发经费较紧张，相关硬件设备、技术条件、研发环境等技术设施方面均有所欠缺，然而，其在政策红利下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较大，有助于逐步完善研发团队建设，并依托团队技术优势与资源优势，相继采用研发合作、产学研合作等方式解决技术设施条件不足的难题。此外，该实验室通过致力于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围绕科技项目孵化与产业融合构建了一个以“产孵研转”一体化为特色的高效率研发体系，培育出一批研发型独角兽企业。由此而言，创新资源投入量与技术实施的条件约束虽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效率，但从WSR理论来看，创新生态环境与一定规模的人才团队可有效弥补研发投入不足所造成的资源约束。【与表5内容重复，不必赘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  当研发资源投入与组织管理机制不足，且技术设施不完备或较低的背景下，优异的创新生态环境与人才是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条件。
5.2  事理型创新效率提升路径——高组织创新驱动型组态
组态2的净覆盖率为0.786，原始覆盖率为0.087，一致性为0.257。由此说明，组态2的构型证明了在具备完善组织机制与研发资源充分投入的情境下，地方经济与政策的支持力度亦不会对创新实验室的创新过程产生极大干扰；同时，研发人才或技术设施的不足亦可借助情境优势逐步弥补完善，进而为创新效率的大幅提升夯实基础。因此，将组态2命名为“高组织创新驱动型组态”。此类型组态的代表案例有湖北ABB产业创新研究院、上海DZ研究院及深圳HTK实验室等。高组织创新驱动型组态的案例皆是大型国有企业与领域内权威高校（院所）合作建设的实验室，规模多为适中偏小，以研发创新与成果转化为主轴，采用灵活的组织管理机制，优化组织资源配置与拓宽资源获取路径，并以此吸引高层次人才和完善技术设施条件，最终以支持创新、推动创新与促成创新的实践路径稳步提升创新效率。由此而言，根据WSR理论，高组织创新驱动型组态可以借助其灵活优异的组织机制，使创新实验室对外形成良好的品牌口碑，并不断完善其提升创新效率过程中所需的各项资源条件，以突破物理层面的条件约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  当研发投入与组织机制相对充分完备时，组织所展现出的高创新驱动意愿将对高层次人才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并能够为组织拓宽资源获取途径，进而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完善提升效率所需的相应资源条件。
5.3  人理型创新效率提升路径——高层次人才引领型组态
组态3的净覆盖率为0.851，原始覆盖率为0.035，一致性为0.154。组态3构型证明了即便创新实验室不具备较完善的组织机制和充沛的研发资源，但可借助高水平团队与先进技术设施的优势展开各种资源获取合作，以弥补自身研发条件不足，以高层次人才引领带动创新效率提升。因此，将组态3命名为“高层次人才引领型组态”。这一类型组态的案例多为地方行业特色高校（院所）与相关企业构建的实验室，多数案例所在地不具备高政策扶持力度或是高经济发展水平。以江西FN稀土产业研究院为例，该实验室位于经济水平中下的江西地级市，当地支持产业创新的相关政策数量仅有3项，不仅缺乏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政策红利，更缺乏行业示范性的龙头企业，但该实验室立足地方行业特色稀土资源，具备业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施与资源优势，并在历经数年的内部人才培养和小规模关键性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小规模高层次人才团队为引领，以行业先进技术研发条件为基础，以技术投资为特色的创新实验室。由此而言，从人理角度来看，高层次人才引领型组态可以通过人（团队）或技术的引领示范优势对研发资源产生虹吸效应，进而促使创新实验室实现高创新效率成为可能。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  当组织不具备充沛研发资源和完备组织机制时，高层次人才与技术设施是实现创新效率提升的核心条件，要充分利用人与技术的引领优势，完善组织创新过程所需的资源缺陷，以推动创新效率大幅提升。
5.4  创新实验室的低创新效率组态
以上组态分析得到了一个低创新效率的组态，即组态4构型，表明即便当一个创新实验室同时具备政策力度、地方经济、研发投入等条件，但依旧无法实现创新效率的有效提升。此类型组态的代表案例包括浙江HST产业研究院等。低创新效率组态的案例多分布于经济较发达省份，其创新扶持、人才引进、产业发展等政策体系与配套机制完备，多数为国有大型企业与地方高校共建的创新实验室，普遍具备成熟的组织机制与管理体系，并拥有一定规模高层次人才团队，且人才团队的人员数量占组织人员总数的较高比例。然而，这类组态的案例组织均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便是技术设施条件不足，呈现出人多设备少的研发窘态，多数研发人员需通过共用、排期、协调等方式展开技术研发；同时，鉴于组织性质所限，设备购置、租用等程序繁琐且耗时，亦是造成其低创新效率的主要原因。由此而言，从事理角度来看，低创新效率组态印证了组织在事理层面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的弊端亦会抵消其他条件优势，掣肘创新实验室的创新进程。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4  技术设施不足与组织机制迟缓的实验室，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创新效率大幅提升。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具有中国特色的WSR理论视角下解释了中国情境下创新实验室的高创新效率来源，印证了WSR理论这一中国原创管理理论的科学性与适用性，为促进我国实验室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采用fsQCA分析方法讨论了多环境层面干扰下我国创新实验室的主要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类型、特征与作用机制，所得结论与乔为国等[4]的观研究相呼应，即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不会受单一因素的干扰，为研究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影响机理和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框架构建提供参考。具体而言，提出了能够提升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3条组态路径，分别为物理层面的创新生态环境型组态、事理层面的高组织创新驱动型组态、人理层面的高层次人才引领型组态，而低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为事理层面技术设施不足与组织机制滞后；提出相关支持政策的力度、幅度及范围并非决定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绝对因素，组织特色可突破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的局限，而政策力度过高或将导致组织内部问题滋生，而完善高效的组织机制能够极大优化组织资源配置，是推动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稳定提升的重要因素，且能够产生对其他资源条件的虹吸效应。

6.2  理论意义【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1）本研究基于WSR理论，从“物理-事理-人理”的多层面组态展开研究，揭示了影响我国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深层“黑箱”，证实了干扰实验室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路径，特别是为促进我国实验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机制。
（2）虽然以往相关研究已然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均为针对我国实验室创新效率的净效应研究，缺乏来自多环境层面或综合性视角的讨论。而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下，本研究首次采用fsQCA分析，讨论了多环境层面干扰下，我国实验室的主要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类型、特征与作用机制。故此，本研究的结论不仅丰富了我国产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方法边界，呼应了乔为国等人的观点[4]，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现有研究中缺乏中观及微观层面的研究空白，更对我国实验室高创新效率的复杂性机理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更为直观规范的理论研究框架。
（3）由于以往相关研究多立足技术接受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国外理论基础或研究框架，然而，国外相关理论对中国国情（含现象、事务及关系网络）的解释力度始终有限，且以往研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多照搬国外理论框架，忽视了国情因素的干扰。故而，本研究选择中国原创的WSR理论，在该理论视角下更好的解释了中国情境中，实验室的高创新效率来源，该结论一方面印证了WSR理论这一中国原创管理理论的科学性与适用性[11]，为WSR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实践案例，更诠释了其他研究中不足之处[4]，是对中国原创管理理论的实践支持。
6.2  管理建议
首先，从建设创新实验室角度来看，相关组织机构可参考物理、事理、人理3个层面的创新要素深入论证各要素之间的融合机制与配置效率，从系统性的组态视角，聚焦最优资源配置结构、最佳创新模式、最高创新效率的研发流程等顶层设计问题，并探索出有自身特色优势的实验室高质量发展道路。其次，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政府需要围绕“物理-事理-人理”的理论分析视角，为地方实验室及相关研发机构提供高契合度的支持政策，以实现“药到病除”的高效政策贯彻机制。具体而言：第一，深入剖析创新实验室的资源需求特性，可分别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经费需求的实验室，提供如专项税收减免、抵扣、财政补助等财政支持政策，以缓解实验室的实际经费压力；第二，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现状，打造有地方特色的高层次人才引进体系，如在欠发达省份，可采用教育资源、专项资源等特殊资源优势吸引关键性高层次人才及研发团队，以突破政策红利不足的劣势，进一步激活人力资本潜能，为实验室夯实人才基础；第三，可立足地方产业特色，构建地方性或区域性产业创新联盟，拓宽创新实验室的业务范围与资源获取来源，从而通过多创新主体与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突破资源瓶颈、人才匮乏及设备缺失等创新要素失灵所造成的低创新效率。
6.3  研究局限与启示
首先，受样本可得性的局限，本研究仅将我国91家创新实验室作为样本案例，在结论的解释力度与外部效度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其次，在条件变量的筛选上，本研究仅通过WSR理论的分析框架筛选出高解释力度的条件变量，未能更加全面地考量其他创新要素的干扰作用。最后，本研究受限于样本可得性无法开展动态案例分析，亦无法从演化视角观测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的提升机制。故而，未来可针对以上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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